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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基于2015年长江经济带126个城市空气质量监测数据，首先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揭示了空气质

量指数（AQI）的时空演变特征，然后采用贝叶斯空间滞后模型探讨了长江经济带空气质量指数的社会经济驱动因

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长江经济带年AQI在空间上整体具有东高西低，长江以北高长江以南低的分布特点，具有

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空气污染严重的热点地区主要集中长三角城市群的江苏省、浙北地区、皖北大部分地区以

及上海市。空气质量较好的冷点地区则主要集中在云南省、四川的攀枝花以及贵州的大部分地区。② 长江经济

带AQI在季节上呈现冬春高、夏秋低的季节变化趋势。总体而言，四季的高值集聚主要分布在鄂皖苏，低值集聚

主要分布在云贵地区。③ 贝叶斯空间滞后模型回归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空气质量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

应。此外，模型结果证实了“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假说；FDI回归系数为正，支持了“污染避难所”假说；人口密度、

公路客运量均是导致空气污染加剧的重要因素，而第三产业比重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增加有利于长江经济带空

气质量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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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作为地跨中国南北、横贯东西的

重要腹地，包含9个省及2个直辖市，连接3个国家

级城市群，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

地位。然而，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

加快，尤其是长江经济带资源密集型的重工业行

业如火力发电、石化和钢铁冶炼等行业的迅速发

展，排放出大量的污染物，致使长江经济带空气污染

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长江中下游部分城市雾霾天

数已达100 d/a以上，个别城市甚至超过200 d/a，大

气环境质量严重下降[1]。日趋严重的大气污染不

仅损害了当地人民的身体健康，也对区域工业生产、

交通运输及社会经济发展等造成了严重影响[1,2]。长

江经济带在国家经济发展层面中具有战略支撑地

位，因而研究该区域空气质量时空演变特征及驱

动因素，对促进长江经济带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

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近年来，随着中国大气污染问题日趋严重，

有关空气质量问题研究也日益增多。目前学术

界对空气污染问题展开了大量的多角度研究，如

空气污染物 PM2.5、NO2和 SO2的时空演变格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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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3~6]、大气颗粒物 PM2.5的化学成分解析 [7,8]、健康

效应 [9,10]、自然和社会经济驱动因素 [11,12]等。这些

研究成果有利于提升人们对空气污染问题在科学

层面的认知，对进一步研究长江经济带空气质量

及驱动因素极具参考价值。然而，以上研究多选

择单一的空气污染物如 PM2.5、SO2和 NO2来直接

表征区域空气污染水平，无法客观全面地衡量区

域空气污染状况。基于此，现有部分研究选用中

国环境保护部提出的空气质量指数（Air Quality

Index，AQI）来作为全面衡量空气污染的综合指

标，且主要集中于中国城市空气质量指数的时空

分布特征 [13,14]，城市空气质量自然和社会经济驱

动因素分析 [15~22]。然而，以整个长江经济带为研

究范围，基于地面监测数据研究AQI时空特征及

驱动因素的成果较少，并且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对

该区域空气质量进行定量分析的文献更是缺

乏。尽管有学者从空间依赖性的视角，采用空间

滞后模型来研究长江经济带的 PM2.5影响因素[23]，

但仍然存在不足之处。第一，PM2.5是单一污染物，

不能全面地衡量长江经济带的空气污染状况。第

二，由于长江经济带各个城市的空气污染存在较

大的差异，因此，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很可能存在

异方差性问题。而异方差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将

会使得相关空间计量模型估计结果有偏，从而影

响科学判断。

本文选取长江经济带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

样本区域，采用 AQI作为全面衡量空气污染的指

标。首先，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揭示地

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指数的时空特征；然后，建

立长江经济带空气质量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模

型；最后，采用贝叶斯方法回归估计空间计量模

型，并分析和探讨影响长江经济带空气质量的社

会经济的驱动因素，以期为长江经济带大气污染

治理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11 模型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 AQI 作为全面衡量空气质量的指

标。AQI是由环保部制定监测空气质量状况的无

量纲指数，其权威性、综合性和可信度相比现有文

献所使用的指标更强。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指数

（AQI）技术规定》（HJ633-2012）[24]规定，AQI 数值

大小可分为 6 级：① 0~50 为优；② 51~100 为良；

③ 101~150为轻度污染；④ 151~200为中度污染；

⑤ 201~300为重度污染；⑥ AQI大于300为严重污

染。此外，本文定义的“平均”指统计期内各日均

值的算术平均值；春季为3~5月；夏季为6~8月；秋

季为9~11月；冬季为12月、1月和2月。

11..11 方法与模型方法与模型

1.1.1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

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中的全域空间自

相关分析方法和局域空间自相关的热点分析方法对

长江经济带地级及以上城市的AQI进行分析。其

中，全域空间自相关分析可以定量地描述城市AQI

值与相邻城市AQI值的相似性。全域空间自相关

分析一般采用的测度指标是 Moran’s I 指数 [25,26]。

局域空间自相关用来度量长江经济带某个城

市的AQI与其周围区域AQI的差异程度，其中常

用的一种方法就是热点分析。热点分析需要计算

出每个空间单元Getis-Ord Gi
*统计量，得到相应的

Z得分和P值。作为热点区域，不仅自身区域体现

出高值，还将被同样的高值城市所包围[27]。

1.1.2 OLS模型

首先给出最基本的OLS模型，在构建计量模

型时，模型中所有变量采用对数形式，这样做的好

处是可以减少模型的异方差性[28]。模型如下所示：

LnAQI =α + LnXβ + μ （1）

式中，AQI 为被解释变量，X 表示社会经济影响因

素变量，α 为常数项，β 为待估计的自变量参数，μ

为随机扰动项。

1.1.3 空间计量模型

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 lag model, SLM）主要

用于研究区域经济现象中某地区对其相邻区域属

性值产生的影响，在研究空气污染时用来检验一

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是否具有扩散效应[29]。该模型

的表达式为：

LnAQI = ρWLnAQI + LnXβ + μ （2）

式中，AQI 是被解释变量，ρ为空间自回归系数；X
是 n×k 的外生解释变量矩阵，其中 n 表示样本个

数，k表示解释变量个数；是k×1的待估计自变量系

数，μ是随机扰动项，W为空间权重矩阵。

贝叶斯空间滞后模型（Bayesian estimates of

spatial lag model, BSLM）是通过贝叶斯统计方法

进行参数估计后得到的空间滞后模型。相比传统

的空间滞后模型参数估计方法，BSLM模型在进行

参数估计时不需要满足残差项同方差的前提假设

条件。本文采用 MCMC（Markov Chain Mo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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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o）参数估计思想，并选择吉布斯抽样方法

（Gibbs sampling approach）进行估计，最终得到待

估参数的贝叶斯估计值[30]。

11..22 数据说明数据说明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并且参考已有的实证

研究结果 [12,23,29]，本文选取了地区人均生产总值

（GDP）、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平方项（GDP2）、人口密

度（Density）、第三产业比重（Third）、外商直接投资

（FDI）、建成区绿化覆盖率（Green）、公路客运量

（Tranint）7个变量来研究其对AQI的影响。

本文采用的AQI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保护部

数据中心（http://datacenter.mep.gov.cn/index）。其

中，长江经济带 2015 年共有 130 个城市的监测数

据，剔除县市级，以及由于其他数据受限，空气质

量指数时空分布研究的样本为 126个城市。其他

社会经济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16）[31]，由于缺少长江经济带中16个城市的统计

数据，因而空间计量模型部分的样本量为110个。

22 AQI的时空特征分析

图 1展示了 2015年长江经济带 126个城市年

均空气质量指数的分布情况，其中湖北的天门、潜

江、仙桃市和神农架林区数据缺失。可以看出，长

江经济带大部分城市AQI值介于 50~100，即空气

质量处于良好状态。从AQI的空间分布来看，整

体表现为东高西低，长江以北高长江以南低的分

布格局。其中，AQI低值区主要集中于长江上游，

如云贵川地区。这是因为长江经济带西南部城市

位于云贵高原，该地区海拔较高，人口稀少，工业

化水平低，人类生产生活排放的污染物较少，因此

空气质量较好。AQI高值区主要集中在鄂苏皖及

成渝地区，如湖北的武汉、荆门和襄阳等。主要原

因是武汉都市圈以及成渝城市正处于快速工业化

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其排放出的大气污染物总量

较大，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是长江经济带污染

最严重最集中的地区。

从AQI的季节变化空间分布来看（图2），长江

经济带夏季AQI的空间分异规律不明显；但是冬、

春、秋三季AQI的空间分异性显著，且与年度AQI

的空间分布格局相似，即整体呈现为东高西低的

格局。从季节动态来看，长江经济带中AQI明显

呈现冬春高、夏秋低的季节变化特点，且冬季与夏

季浓度差异显著。冬季AQI的均值高于其他 3个

季节，达到97.71；夏季AQI的均值最低，为56.78。

从空间分布情况来看，城市之间的空气质量

在季节上表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性，如冬季污染

比较严重的有江苏、浙江和安徽等地区，其中大部

分为轻度污染，中度污染主要集中在湖北的武汉、

荆门、襄阳和宜昌。春季空气污染程度较低，污染

范围较小，轻度空气污染的仅有江苏的徐州和湖

北的襄阳。夏季空气质量最佳，未出现轻度污染，

主要表现为良和优。秋季空气质量仅次于夏季，

总体为良。

为检验长江经济带地级及以上城市AQI是否

存在空间自相关，首先采用了全局空间自相关进

行分析。本文采用K-nearest最近邻居空间权重矩

阵法构建空间权重矩阵。当3≤k≤7时，长江经济

带地级及以上城市AQI的Moran’s I值均显著且差

异较小。考虑到空气污染的空间范围，本文选取k=

5进行分析，结果发现Moran’s I值高达0.710 0（图

3），且通过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长江经济

带AQI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现

象，换言之，城市之间空气污染存在扩散效应，一

个城市空气质量受到邻近地区的影响。

为进一步揭示长江经济带地级及以上城市

AQI四季的空间自相关问题，基于5个最近邻居空

间权重矩阵计算了长江经济带 AQI 的 Moran’s I
值，结果显示，春、夏、秋和冬季的Moran’s I值分别

为 0.558 0、0.715 8、0.729 4、0.685 5，均通过 1%的

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长江经济带四季AQI都具

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且全域表现为“高-高”或

者“低-低”的集聚状态。

图1 2015年长江经济带地级及以上城市AQI空间分布

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QI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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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长江经济带地级及以上城市的AQI不仅

在全局范围内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在局部也表现出

明显的局域集聚特征。由热点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图4），空气污染严重的热点地区主要集中长三角

城市群的江苏省全部城市、浙北地区、皖北大部分

地区以及上海市。空气质量较好的冷点地区则主

要集中在云南省绝大部分城市、四川的攀枝花以

及贵州的贵阳、黔南、安顺和六盘水等地。

图2 长江经济带AQI四季的变化

Fig.2 Seasonal variation of AQI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图3 长江经济带地级及以上城市AQI的Moran散点图

Fig.3 Moran scatterplot of AQI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图4 基于热点分析的长江经济带AQI空间集聚特征

Fig.4 Spatial cluster feature of AQI by hotspot analysi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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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长江经济带空气质量的驱动因素

首先，本文采用OLS方法对长江经济带经济

质量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由回归

结果可知，所有的自变量分别在 1%、5%和 10%的

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并且，从调整的R2和F
统计量来看，OLS模型整体拟合程度较好。

表表11 OLSOLS回归结果回归结果

Table 1 Results of OLS model

变量

常数

LnGDP

LnGDP2

LnDensity

LnFDI

LnThird

LnGreen

LnTranint

R2

调整后的R2

F-statistic

Log likelihood

AIC

SC

系数

-7.2306

2.1296

-0.0977

0.1838

0.0334

-0.3142

-0.1736

0.03349

0.5474

0.5163

17.6237

58.8105

-0.9238

-0.7274

标准误差

6.0213

1.1174

0.052

0.0276

0.01272

0.0839

0.1016

0.0183

t统计量

-1.2008

1.9058

-1.8767

6.6637

2.6275

-3.7454

-1.7091

1.8306

P值

0.2326

0.0595

0.0634

0.0000

0.0099

0.0003

0.0905

0.0701

0.0000

空白天为无值。

虽然OLS回归方法能得到各个变量对空气质

量指数的影响，但却无法展示出城市之间空气污

染的空间交互效应，并且根据城市AQI的自相关

检验结果也可以看出空气质量存在显著的空间相

关性。因此，需要考虑采用空间滞后模型来探讨

空气质量的扩散效应及影响因素。

由表2可以看出，空间滞后模型（SLM）的空间

自回归系数ρ为0.671 0，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

检验，说明邻近城市的空间污染越严重，那么本地

区的空气质量就越差，即空气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

扩散效应。影响空气污染的空间扩散效应不仅包

括大气环流、大气化学等自然因素，而且也包括产

业转移、工业集聚等经济机制的扩散与转移[32]。

为了说明空间滞后模型优于OLS模型，本文

比较 3个统计量，即对数似然值，AIC值以及SC的

值。比较 2 个模型可以发现，空间滞后模型的对

数似然值（65.297 6）大于OLS模型的对数似然值

（58.810 5），而空间滞后模型的AIC和SC值（-1.041 8，

-0.845 4）均小于OLS模型的AIC和SC值（-0.923 8，

-0.727 4），总体来看，空间滞后模型相比OLS模型

拟合更好，即考虑空气污染的扩散效应在计量模

型中是不可或缺的。

然而，对模型进行怀特检验，可以发现OLS模

型和 SLM 模型均存在严重的异方差问题。鉴于

此，本文使用贝叶斯方法重新估计空间滞后模型

变量

常数

LnGDP

LnGDP2

LnDensity

LnFDI

LnThird

LnGreen

LnTranint

ρ

R2

调整后的R2

Log likelihood

AIC

SC

空间滞后模型

系数

-5.6947

1.3951

-0.0631

0.0910

0.0246

-0.2295

-0.1736

0.0335

0.6710

0.5971

0.5695

65.2976

-1.0418

-0.8454

t统计量

-1.4464

1.9084

-1.8535

4.5603

2.9592

-4.1196

-1.7091

1.8306

10.3839

P值

0.1481

0.0563

0.0638

0.0000

0.0031

0.0000

0.0905

0.0701

0.0000

贝叶斯空间滞后模型

系数

-4.6538

1.1853

-0.0528

0.1011

0.0206

-0.2496

-0.1806

0.0206

0.6724

0.5861

0.5576

t统计量

-1.0925

1.5168

-1.4502

4.483

2.1612

-3.4843

-2.5504

1.498

10.2179

P值

0.1347

0.0633

0.0722

0.0000

0.0184

0.0002

0.0069

0.0629

0.0000

表表22 空间滞后模型与贝叶斯空间滞后回归结果空间滞后模型与贝叶斯空间滞后回归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SLM model and BSLM

空白为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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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yesian estimates of spatial lag model, BSLM），

并通过Gibbs方法抽样3 000次。贝叶斯空间滞后

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结果发现，空间自回

归系数为0.672 4，并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的

检验。由 BSLM 估计结果可知，所有的自变量均

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人均 GDP 一次方（GDP）系数显著为正，而二

次方系数（GDP2）显著为负，验证了“环境库兹涅兹

曲线”假说 [33]，即人均 GDP 与 AQI 呈现倒 U 形关

系。换言之，在经济发展初期，随着收入水平提

高，空气质量在不断地恶化。当经济增长越过拐

点后，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逐步增强，对环境质量

诉求变高。随着人均GDP的继续提高，环境质量

也随之改善。由发达国家经验可知，人均GDP在

6 000~8 000 美元区间内是环境质量转优的临界

点[12]，联合国国民账户主要汇总数据库（https://un-

stats.un.org/unsd/snaama/dnlList.asp）可知，中国2015

年人均GDP达到 8 036美元。通过回归结果可以

计算出，长江经济带的人均 GDP 拐点出现在

10 866美元，仅有少数城市越过了拐点，例如长三

角的上海、南京、杭州、苏锡常地区以及长江中上

游的省会城市合肥、长沙、武汉、南昌和成都。而

大部分城市还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侧，即随着收

入水平地提高，空气质量会逐渐恶化。然而，作为

国家经济发展层面中极具战略支撑地位的长江经

济带经济发展程度差异较大，大部分城市经济发

展仍然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对于环保的投入较

为欠缺。应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和区位优势，加

快产业结构升级，争取早日越过以牺牲环境为代

价的不可持续发展模式，实施绿色可持续发展的

经济增长模式。

人口密度（Density）对 AQI 有显著地正向影

响。人口密度大的城市人类活动强度较大，生产

和生活消耗了很多资源，并排放出大量污染物。

如高能耗高污染的重工业的发展、社会用电量和

汽车保有量等的增加，不仅导致区域能源消耗和

汽车尾气排放量持续攀升，也使得城区建筑比较

密集，交通流量不畅，导致城市污染从工业型污染

向交通建筑型污染逐渐转变，加重了空气污染。

外商直接投资（FDI）对 AQI 有显著地正向影

响。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对长江

经济带的空气质量并未起到改善作用，反而加剧

了空气污染，这说明“污染避难所”假说在长江经

济带成立。这可能是由于外资准入门槛低，引入

了高污染行业的外资企业所致，这就需要政府针

对高污染高能耗行业的外资准入设置严格的限制

门槛，引进技术水平高的、倾向使用清洁能源的外

资企业。同时，鼓励并推广外资企业使用清洁能

源，鼓励和支持工业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使

得外资对中国环境治理起到积极作用。

第三产业比重（Third）对AQI有显著地负向影

响，说明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有利于空气质量的

改善。这是由于第三产业相当一部分是高新技术

产业、服务业，对空气质量的影响远小于第二产

业。因此，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必须注

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升级，积极落实产业结构

调整升级换代。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Green）对AQI具有显著的

改善作用，由此可见城市绿化在除尘、净化空气方

面具有较强的功能，因此，仍需进一步加强城市绿

化水平的提高。

最后，公路客运量（Tranint）与 AQI 存在显著

地正相关关系。由于缺乏完整的各城市的汽车拥

有量的数据，这里选择公路客运量作为衡量交通

强度的指标。汽车数量的激增导致排放出来的尾

气也随之急剧增加，会直接影响空气质量。因此，

需要大力提倡使用清洁能源汽车，同时鼓励民众

选择绿色环保的交通工具出行，不仅有利于减少

汽车尾气的排放，也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改善城市

空气质量的有效途径。

44 结论与建议

本文首先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分析

了长江经济带 2015年各城市AQI的时空特征，然

后通过贝叶斯空间滞后模型考察了长江经济带空

气质量指数的社会经济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

明：① 长江经济带年AQI在空间上整体表现出自

东向西，即从上海到云南降低的趋势，具有长江以

北高长江以南低，局部地区略有突出的特点。长

江经济带AQI不仅在全局范围内存在空间扩散效

应，在局部也存在着明显的集聚特征，空气污染严

重的热点地区主要集中长三角城市群的江苏省、

浙北地区、皖北大部分地区以及上海市。空气质

量较好的冷点地区则主要集中在云南省、四川的

攀枝花以及贵州的贵阳、黔南、黔西南、安顺和六

盘水等地。② 长江经济带AQI在季节上呈现冬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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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高、夏秋季低的季节变化趋势。总体而言，四季

的高值集聚主要分布在鄂皖苏，尤其是苏南苏北

为高-高集聚区。低值集聚主要分布在云贵地区，

尤其是云南的大部分地区为低-低值集聚区，空气

质量四季基本为优。③ 贝叶斯空间滞后模型回归

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空气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

溢出效应，各城市间空气质量的交互影响作用很

强。人均GDP一次方系数为正，二次方系数为负，

佐证了“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假说；FDI回归系数为

正，支持了“污染避难所假说”；人口密度、公路客

运量均是导致空气污染加剧的重要因素，而第三

产业比重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增加有利于空气质

量的改善。

依据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

建议。第一，由于空气污染存在显著空间扩散效

应，因此，各城市应当加强环境合作，打破地方行

政分割。具体来说，不同省市在空气污染治理方

面需要加强联防联控，针对重点问题重点污染区

域进行统筹规划，积极探索城市间通力协作的新

方式，形成空间上的合力，树立绿色、开放、共享的

发展理念。不仅如此，各地更要加强环境监测手

段，全面构建地方空气质量监测预报预警体系。

第二，考虑到第三产业发展对空气质量起到了改

善作用，因而，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必须注重经济发

展方式的调整，积极落实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同

时，地方政府加大落后产能的淘汰力度，对重点高

污染行业进行实时监控。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

业，全面推进老产业链关键领域的创新升级。考

虑到空气污染的空间扩散效应，在进行产业布局

时应合理规划，避免污染行业的过度集中，进行产

业转移时减少产业承接产生的负外部效应。各地

政府积极探索城市经济增长的新方式，实施绿色

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第三，鉴于FDI、人

口密度、公路客运量均是导致空气污染加剧的重

要因素，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有利于空气质量的改

善。因此，政府在大力引进外资时必须将环境因

素考虑在内，限制高污染行业的外资流入，以减少

对环境的污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应当控

制人口集聚速度，积极引导人口向中小型城市迁

移。不仅如此，绿地建设空间不大并且土地资源

紧张的大中型城市应当着重倡导“绿色优先，低碳

先行”的绿色环保理念，鼓励民众在生活中使用清

洁能源，选择绿色环保的交通工具出行，大力推进

绿色交通的发展。只有加强群众环保意识、提高

政府监管水平，才能实现长江经济带绿色、和谐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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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Air Quality Index and Its Driving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Air Quality Index and Its Driving
Factor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n Empirical StudyFactor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Bayesian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Based on Bayesian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Bai Ling1, 2, Jiang Lei3, Zhou Haifeng3, Chen Zhongsheng4

(1. Research Center of the Central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 Jiangxi,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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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Based on a cross-sectional data at the city level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this paper firstly

employs the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method to investigate the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 characteris-

tics of air quality index (AQI) of 126 cities in 2015, and then applies the Bayesian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to explore the socio-economic driving factors of air quality index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The

findings are the following: 1)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annual average AQI valu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

ic Belt exhibits a significant spatial cluster pattern, specifically high AQI values in the north and low AQI val-

ues in the south. Moreover, the hot spot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st polluted areas are mainly Jiangsu

province, the northern Zhejiang province, Shanghai and the most areas of northern Anhui province while Yun-

nan province, Panzhihua city of Sichuan and the most areas of Guizhou province show better air quality. 2) Re-

garding the sea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AQI valu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t also shows a typical

seasonal characteristic, specifically, high AQI values in both winter and spring, and low AQI values in both

summer and autumn. Overall, during the whole year high AQI values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on Hubei prov-

ince, Anhui province and Jiangsu province while low AQI values on Yunnan province. 3) The Bayesian spatial

lag model indicates that the urban AQI values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show significant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Moreover,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hypothesis has been verified, indicating that as

GDP per capita increases, air quality worsens. However, when GDP per capita continues to increase, air quality

becomes better. Besides, the coefficient of FDI variable is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indicating the pollution ha-

ven hypothesis. Finally, the increase in population density and highway passenger transportation are important

driving factors worsening air quality while the higher proportion of the tertiary industry and green coverage ra-

tio improvements contribute to improving air quality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Key wordsKey words: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ir quality index(AQI);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hot spot analysis;

Bayesian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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